
王某与某贸易公司跨境股权转让纠纷案

（保障我国投资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6 年 3 月，为拓展境外钢材市场，开展贸易活动，案外人蒋某等

九方投资人在中国境内设立某贸易公司，以贸易公司名义在埃塞俄比

亚投资设立钢铁公司，并已取得境外投资审批。鉴于埃塞俄比亚给予

在该国公司持股的外国自然人免于办理签证的便利，故各投资人与负

责经营管理的派遣人员王某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钢铁公司名

义上由王某与贸易公司共同作为登记注册的股东，但实际上全部股权

均属于贸易公司；王某同意为贸易公司代持钢铁公司的股份，如贸易

公司决定更换代持人，其将无条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就协

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9 年 2 月，贸

易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名义股东王某的代持股权全部变更至贸易公司

名下，但王某收到通知后未配合办理股东变更授权公证手续。故贸易



公司起诉要求王某将股份无偿转让给其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

院判决支持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

苏州中院二审认为，就王某与贸易公司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问题，

双方在书面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 认定王某与贸易公司之间对钢铁公司的股权存在代持合意，

其应当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返还股权。但是，贸易公司要求

王某配合变更股权登记，涉及公司股东的进入与退出，系属《中华人

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法人及其分支机

构的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所以应当适用钢材公司登记地

法律，二审中委托苏州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专家对本案所涉的埃

塞俄比亚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查询并出具咨询意见，据此在查明并适用

《埃塞俄比亚 1960 年商法典》的规定的基础上，认定判令王某限期

作出股份变更登记手续的行为，不会因违反埃塞俄比亚当地的法律规

定而无法履行。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贸易公司即将生效判决进行公证和认证，并与

股东会决议等申请文件一并提交埃塞俄比亚投资局。2021 年 8 月，

埃塞俄比亚投资局接受贸易公司的申请，将王某在钢铁公司的股份变

更登记至贸易公司名下。

推荐理由：



企业海外投资引发的纠纷，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还必然涉

及当地法律法规中对于外商投资的相关规定。只有正确查明外国法的

内容，准确适用外国法，才能切实保障我国投资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由此，本案值得推荐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准确分辨需要适用外国法的范围。一方面，王某与贸易公司是否

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问题，系双方履行投资协议中产生的争议。协议

中明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且关于股权实际归属、股权代

持等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也应当适用签订地法律进行审理和认定；

另一方面，贸易公司要求王某无偿转让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是

否能够实现，涉及公司股权能否转让、能否办理变更登记等事项，系

法人属人法适用的范围，应适用登记地法律。如果仅依据钢铁公司系

埃塞俄比亚企业，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十四条认定全案适用登记地法律，既是法律适用的不准确，同时也

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在理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找出真正需要适用

外国法的部分是十分必要，同时也是查明外国法的前提。

二、外国法的查明和审查方法。正因为本案必须查明相关的外国法律

规定，否则可能会导致我国判决无法在境外得到承认与执行。因此，

本案处理中在外国法查明方面竭尽全力。一是在当事人提供法律条款

及法院自行查询的基础上，还向专家学者进行咨询，由其提供专业意

见，确保条款内容准确且与争议事项相关联；二是查明当前施行的法

律及相关条款时，还同时查明当地新旧法律规定对案涉争议的时间效

力规定；三是在说理过程中，正确解读待用条款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



之间的内在逻辑，充分阐释相关条款适用于本案的原因，最终结合案

件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判决得到埃塞俄比亚行政部门的直接认可与实施。一般来说，一

国法院的裁决要在他国得到承认与执行，除了通过外交途径以外，主

要依据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我国与埃塞俄比亚于 2014 年签订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

助的条约》，该条约已于 2017 年生效。但条约所规定的提交程序较

为繁琐耗时，且仍需经过被请求方法院的审查。因此，当事人可能会

面临因裁判被拒绝执行而不得不另行提起平行诉讼的风险。但本案判

决经由当事人向埃塞俄比亚行政部门提交申请，便直接得到其认可与

实施。根据可查询的资料显示，这一情况在国际私法领域较为罕见。

这一现象既得益于精准的裁判，也反映出近年来由于我国整体司法水

平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司法的信任度大为增强。本案不仅

对于推动两国司法互信具有重大意义，更是国际司法协助实践领域的

重大突破，对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